第六章 客庄宗族社會主義意識與六堆民團，1720-1900

一、客庄宗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﹕公共產權規模和分配
二、管事制度與客庄社會結構 
三、六堆民團組織及其興衰過程
摘要

本章試圖描述清代中葉到日治以前，客庄聚落的社會特徵。這主要包括三個層面：產權結構，村庄治理和泛客庄組織。在產權分配上，客庄最明顯特徵是公共田業佔有60-70%的田園；它們包括祖先嘗會、宗族祭祀公業，或是神明會等組織。其次，客庄聚落普遍出現所謂「管事」名稱的精英，代理全村處理租佃和納稅事務，對外向業主接洽全村土地經營，以及向官方代為維持村莊秩序等村務。這些管事，有些是「佃戶代表」（稱「佃戶首」）；另有部分則是閩籍不在地業主聘用的私人管理者（租館管事）。管事的職權不一，唯大多數具有代表全村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。在許多村庄，管事屬於終身職務，甚至父死子繼，變成管事家族；日治時期，經過街庄改制，又轉換為村庄之長。
在泛村莊方面，最重要的便是十八世紀後期半軍事化「六堆」民團。本文分析六堆民團興起的歷史背景、組織及其社會功能的變化。期望通過綜合分析客家聚落的家族產權結構、村庄管事制度和泛村庄組織，可以反映傳統客家宗族社會主義體制的特質。
一、客庄宗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﹕公共產權規模和分配
許多客家田主在累積田業之後，經常利用湊股集資方式，組織祀典，祭祀原鄉共同祖先（「唐山祖」）和開臺祖先。在年老分析田產場合，刻意保留若干田業作為死後蒸嘗，以便子孫得以長期祭祀。平常，他們也會捐資認股，組織伯公信仰，或是造橋、育嬰等神明會團體。這些祀典嘗會散布各大宗族，跨越眾多村庄，並佔有廣大的田租。它們不但維繫臺灣與原鄉的親族，而且形成客家宗族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。

所謂宗族社會主義體制，主要指家族內部族產大多屬於公共產業；舉凡開臺祖先（或虛擬共祖）以下派系分支，都可按照先祖預留名份和比例，享受繼承和使用產權，包括出生和死亡等儀式，都有一定配置。唯家族產權恒列公產或共產；私人不得擅自買賣或典胎。以佳冬庄楊姓族親為例，他們曾以一千多年前唐代一位官員「楊雲岫」的名義，組織祀典會；每年清明佳節，舉辦團聚，共慶楊姓「同宗共族」。本項祀典計有31會份，由各地楊姓族人認捐。根據組織章程，本會會員於清明節前日，共同集會，向祖宗祭拜；會員若要割賣會份，需經會眾同意，且僅能換算定額銀元，不能照市價求償。另外，注重鼓勵族親攻舉功名，對於捐納職稱（捐監）、進泮（考秀才）和中舉出貢、甚至進士者，分別給予獎賞4至36元不等銀元。

類似的聯宗祭祀組織，則是「蕭何公祀典會」。本會在嘉慶、同治年間，由美濃龍肚庄、麟洛和佳冬庄等三地的蕭姓人家，以西元前秦漢之際的名士「蕭何」為名，建置跨地區的祭祀組織。會員計有56份，按照分屬村庄，劃為5個「甲」。例如，首甲為龍肚庄；二甲為麟洛庄；五甲佳冬庄等。本會每年三月春分時節由三大庄頭輪流布置會場（俗稱「開廠辦禮」），邀請族親前往捻香禮拜蕭何，藉此聯絡蕭姓同宗情感。為了鼓勵族宗親參與祭典，本會特別編列交通路費，凡屆期赴會者都得補貼旅費。平時，祀典嘗會則扮演小型錢莊功能，借貸資金給予蕭姓族親，收取較市價稍低的利息，以利周轉。
圖1  同治7年（1868）客庄蕭姓「（蕭）何公大祀典」嘗會租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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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說明：約在1800年代中期，屏東平原客屬三大聚落同姓「蕭」的鄉親，共同湊合資金，創辦「蕭何公祀典會」。此會計有56會份，分由龍肚、麟洛和佳冬等庄蕭姓家族認股。儘管不清楚蕭何本人是否「客籍」，蕭姓客家先祖選擇這位著名歷史人物，作為同姓結盟的象徵。（圖片來源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）
在血食嘗會方面，佳冬庄楊家三房子孫曾在1896年籌備資金，購買田業，利用租息祭祀開台祖先「楊及芹」。本嘗會每年3月21日舉辦誕辰祭典，邀請派下子孫共同會餐，以示崇敬。平時，嘗會在管理人的授權下，經常捐款修繕地方廟宇或神社祭典。在日治時期，曾捐獻「赤十字會」、修繕橋梁等公益活動。顯然，嘗會除了聯系同宗派下親情之外，也兼具多種地方慈善機構的功能。

神明會組織經常由同宗族或是同地緣的信徒捐款，組成祀典會。例如，道光年間北勢村鄭戊伯等八名村民籌資購買一塊3甲6分田業，年納大租穀12.55石，供作「關帝爺祀典」。本會設管理人，負責向佃收租。

由於客家村民習慣將田地歸屬為祀典共業，為此，許多田塊的周圍田主經常都是嘗會組織。至遲在1890年代，客庄所見田地買賣契約，經常出現如下的景象：「立按田借銀字人新東勢庄鍾鼎秀。先年承祖叔伯均分遺下自己有梅溪會田兩處…東至車路為界，西至鍾鳳陞田為界，南至徐姓嘗田為界，北至元康公嘗為界。又…南至徐姓嘗田為界，北至元康公嘗田為界。…每年納黃春榮大租穀三碩三斗四升正。係與鍾鳳陞均分梅溪會田，一單完納。（下略）明治36年6月立按田借銀字人鍾鼎秀」。

在這件胎借契約裡，不僅借銀人是「梅溪會」（可能是同宗組織）會份田的管理人，即便是銀主也是村庄水利組織公會的經理人。至於田塊四周的業主，也幾乎都是徐姓、元康公嘗等嘗會公業。

20世紀初期客庄田地所有權結構

本文依據1920至1950年代屏東地政單位所收藏的土地登記圖冊，分析客庄地權分配結構。這裡所謂客庄是指粵籍客民佔70-80%以上「純客」村庄。它們大致是清代「六堆」民團組織的核心聚落。很突出的一個現象是，客庄嘗會名下田地約佔該庄總田園面積50-60%之間。若干傳統老庄，例如新北勢和四溝水庄，嘗會所屬田業佔有70%以上。
其次，「伯公」或廣善堂等神明會組織佔有田業，約有15%。至於兄弟叔侄等家屬共同持有「共業」（亦即相關家屬有權分耕祖先田園，但不得分割買賣），約佔15%。在閩、粵雜處的村庄，例如麟洛庄和佳冬庄，私有田業分別佔有49%和46%，高於純客村庄。
 如果將客庄宗族的公嘗、家族共業和神明會等公共田業合併計算，那麼，客庄共有田業，約佔總面積70%。

屏東地區客家村民將多數田業歸屬公共嘗會和神明會組織的現象，顯現大陸客家原鄉文化的傳承，但更大的因素可能是屏東地區的歷史環境所促成。只不過屏東地區的公共田業特別發達，顯示既有原鄉的嘗會公業傳統，也有邊區拓墾環境的生存競爭因素。

二、管事制度與客庄社會結構

清代初期，地方官對於臺南府城以外，南部三縣（臺灣縣、諸羅縣和鳳山縣）的稅收和差役，大都仰賴地方頭人以「管事」名義，代為催收派遣。原來官方規劃一里設一名管事，催徵稅務；一保設一保長，調撥差役。管事由業主（佃戶）共同推薦，負責向官方呈報及催收轄區賦稅。官方則豁免5甲田園地稅，作為酬勞。管事的設計，其實就是國家推動聚落村庄化的作法，目的在將自然資源化為行政資源，從而讓官方勢力得以控制土地，以便就田問賦，長期而定時收取稅賦。
其次，管事人選經常隨著自然村的擴展而增加。最早規劃由一名管事承管大約10甲範圍的聚落。稍後，人口跟著耕地拓展而搬遷，形成新的村庄。此時，地方官也按村庄為單位，任命各庄頭人充當管事，於是，原來一里設一管事，擴展為各庄設立管事（例如，西勢庄管事，簡稱「庄管」）。管事長期負責催收一庄稅務，等於是村庄的賦稅代表，地方官也就認定他們即是該村的「業主」或納稅人代表。

康熙23-24年（1684-1685）擔任諸羅知縣季麒光，曾指出「今臺灣田園歸之管事，人丁歸之保長。就里之大小，或一人，或二、三人，終身不改其役，又非盡有身家殷實之民。使之久任催徵，不免挪移隱漏，侵漁冒誤之弊。」
康熙41-43年（1702-1704）陳璸擔任臺灣知縣，也指出「一里一管事，派歛佃戶，未必無指一科十之弊。」

康熙56年（1717）編制之《諸羅縣志》記載臺灣的地主階層大致可分四大類：「田園之主其名有四：曰官莊，則設縣之後，郡屬文武官招墾田園，因而遞受於後官者也；曰業戶，則紳衿士民自墾納賦或承買收租，而賦於官者也；曰管事，則鄉推一人理賦稅、差役，官就而責成之眾，計田園以售其值，而租賦不與焉者也；曰番社，則番自為耕，無租賦而別有丁身之餉者也。」

直到同治、光緒年間，在南部三縣的納稅證明文件（「糧戶執照」），仍然可看到某里某名「管事名下佃戶納稅谷數」的聲明（參見下圖：同治元年臺灣縣糧戶執照以及光緒八年鳳山知縣頒發的納戶執照）。例如，「鳳山縣正堂張為徵收事。據觀音里某管事名下納戶黃長發完納光緒十一年正供粟五石正。」

圖2  同治、光緒年間「糧戶執照」顯示「管事」代理納稅職務
[image: image2.jpg]


         [image: image3.jpg]



說明：本圖片分別由臺灣縣和鳳山縣頒發的糧戶執照，明列管事為行政里的糧戶代表，負責徵收其下納戶地稅。（左圖私人收藏；右圖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，AH2331-71）
管事的性質和權力

客庄的管事大都屬於最早創庄的有力之家，或是擔任不在地墾戶的「佃首」或私人管事出身。例如，最早開闢瀰濃庄（美濃）的林桂山家族，自乾隆元年至道光15年間（1736-1835），長期擔任本庄管事，並在庄中建造「濟南館」作為收租藏穀的租館。同樣，在近鄰的中壇庄和南隆庄，由粵籍客民李九禮於乾隆13年（1748）率領族人前來開闢。此後，李家即長期擔任本庄管事。咸豐年間（1851-1861），瀰濃庄富戶林偉麟（林文二）因經營染布及布匹生意累積百甲良田，被庄民推舉為管事。
前堆長興庄邱永鎬家族從康熙40年代出任管事，直到光緒、日治初年，繼續由邱家承辦，從而形成所謂的「管事家族」。

管事的職權除了代理官方徵收賦稅之外，另有責任配合官方採購稻穀任務（「採買」）。按清代早期，官方為求儲備臺灣米糧供需，並供應內地沿海地區糧食市場，要求地方官每年按春冬兩季農民收割時節，以每石穀0.36兩的官定價格，強制業戶和熟番部落供應一定數額米穀，作為倉儲。由於民間穀價每石大約在1兩左右，因此，官方採買稻穀便成為業戶的額外負擔。乾隆24年（1759）規定，不准向社番勒賣穀石。至于民間業戶採買，也須每年告知採買穀數和官價，由「穀多良戶」公平採買。在客家村庄則由「管事」按照業佃田業比例，分攤採買稻穀數額，再繳送官方，因此，管事也要求業佃補償「採買辛勞銀」。

日治初期管事和村長

到了晚清，客庄管事似乎兼有庄長職務，且變成有給職位。日治初期，長期擔任美濃庄（「瀰濃」）管事兼庄長的林海珊，曾因庄民積欠「管事辛勞穀」，呈稟日本警方，請求協助追討。

依據陳情稟文，林姓管事自稱早在1884年即便接受庄中紳耆的委托，充任管事，管理庄中大小事務；至於其辛勞則由業佃均攤。不過，在日人統治初期，庄民觀望不前，連續積欠管事辛勞銀，造成管事無心辦公。為此，請求警方派員嚴追抗納管事費用的村眾。

從稟文的申訴看來，可知在清代統治二百多年期間，屏東客家村庄一直維持由業佃分攤出資，聘請「管事」代表承辦全村地賦和各種對外接洽事務的傳統。同時，由於大多數田業在名義上都屬於嘗會、神明會或家族共業等集體組織所有，因此，管事在實質上也有職權介入全村田賦的徵收和田業的管理事務。村庄管事和各嘗會管理人業已成為客家聚落的社會經濟勢力核心，也就是共同的領導階層。此處，再以資料比較詳實的前堆長興庄邱永鎬、邱忠山「管事家族」為例。邱家自康熙40年代來臺拓墾，經歷乾隆中期的財富累積，成立各種嘗會血緣組織，並結合庄民組織神明會祭祀團體。到清末邱維藩繼承家業，肩負邱永鎬嘗等7個血食嘗和4個福德會等地緣團體的管理人，等於是掌管前堆社會經濟勢力的核心家族。

圖3  客庄六堆坐落與地下水層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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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圖顯示六堆屬下村庄（客庄）與地下水層分布。除了北部的美濃地區之外，主要客家聚落大都位于屏東平原地下水源最為豐沛的地區（本圖狹長黑線圓圈），也就是地理學家通稱的富水層地帶（aquifer）。屏東平原地下水層調查，係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江崇榮等團隊所主持，計劃名稱《臺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第一期計劃──屏東平原水文地質調查研究總報告》，2002年，頁103-128。地圖制作：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中心劉揚琦。
三、六堆民團組織及其興衰過程
在管事制度之外，客庄社會另有一種特殊的半軍事化民兵組織，稱為「六堆」。
康熙60年（1721）以朱一貴、杜君英等閩籍漳州府和粵籍潮州府人為主的移民，招眾豎旗殺官，造成臺南府城和下淡水溪沿岸村庄的暴亂。在反亂過程中，客家庄民一方面組織「七大營隊」民團，包括巡查營等，協助官方打擊反亂，爭取地方官員的認同；另一方面則高舉大清皇帝聖旨牌，象徵客民是效忠的義民，有別於倡亂的「不義」閩、潮人等。在官軍、義民歷經十四個月的平亂和綏靖之後，閩、客族群也逐漸因武裝衝突而分成兩個抗爭的族類；舊有的散居民庄也歷經整併，重組成較大村庄，變成鮮明的閩、客分居現象。

然而，我們在閱讀這些大規模、有組織性的分類械鬥案件記錄時，必須謹慎小心，不能貿然以偏蓋全。畢竟若干械鬥事件相隔十年至數十年不等，不能誇大想象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緊張。農村發生的尋常細故，都可藉由耆老，族長或庄正等中介人士代為協調；他們代表所謂的「社會第三勢力」，在庄民和衙門之間，有效調節各種糾紛。除非發生嚴重的命案，否則庄民很少人願意長途跋涉到鳳山知縣衙門，進行訴訟官司。
其次，即便是閩、客相對緊張的地區，也經常出現庄民交易田地的行為，表示文獻上所謂的族群械鬥事件，可能是因若干訴訟文書而被過渡渲染。例如，向來被認為彼此不合的萬巒客庄和閩籍為主的林後庄，就曾出現土地買賣的交易關係。光緒13年（1887）林後庄「田主」陳烈叔侄將父親遺留位于鹿寮庄的一塊2.7甲水田，杜賣萬巒庄李恩榮等人，得價300銀員。此塊水田帶納「達三堂」業主（按：原業主正是施士榜家族）大租29.17石穀。

本地契由鹿寮庄管事林興邦蓋印，顯示本村直到1880年代，仍然採取管事治理村庄事務的習慣。如果平時林後庄人和萬巒庄人沒有來往，應該不會出現較大規模的田地交易行為。同樣的，以熟番為主的萬金庄，雖然在情感上和近鄰的客庄五溝水庄、萬巒庄互有不和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仍然相互進行借貸、短期雇工以及領養女嬰，甚至通婚等友善的活動。
圖4  光緒13年閩籍林後庄和客籍萬巒庄土地交易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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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契約顯示林後庄和萬巒庄民進行土地買賣交易。契約聲明，本地塊帶納臺南府城不在地業主「達三堂」大租，表示本地塊所有權分割成「業主」和「田主」；本契約的交易主要是耕作經營權利；買主只要繳納大租，即可獨立經營這片水田。（資料來源：四春庄陳家文書）
六堆民團的經濟結構

雖然如此，客庄菁英階層為了因應大小不一的地方分類械鬥，以及配合官方要求協助平亂的呼喚，曾經組織跨村庄半軍事化的民團，試圖聯合宗族、嘗會和神明會等公業，整合客庄防衛力量。在經費方面，六堆在承平時期即按照各堆內部業主和佃農的田租收入，徵收堆費，作為儲備性質的「糧底榖」。利天龍利用難得的5件前堆組織的堆費收據，分析攤派納榖大致分為早晚兩季，並按大租戶三分（31%）、小租戶五分（49%）和佃農二分（20%）的比例分攤。

遇到戰事發生，則按各庄人口和田園大小比例，分配堆旗，並按旗數派撥米穀雜費。例如，右堆的美濃庄分配12支；龍肚庄和竹頭腳庄各5支；其餘小庄則分配2-3支不等。每支堆旗出穀50石，米10石，另加銀元30元。清末六堆組織的人口約有7603戶，計42,859人，另有近鄰納入「附堆」的民壯約2170戶，計1萬名。

日治初期，殖民政府有鑒於客庄曾經發動有效的抵抗行動，為求掌握六堆客庄的坐落和地理方位，要求大總理邱阿六（鳳揚）繪制客庄分布簡要地圖。此圖顯示六堆客庄的西南方，盡是閩南人的村庄，東北方則散布山腳的「蕃(番)社」。在閩籍村民和「蕃人」的夾繞下，客庄精英在生存意識上顯然籠罩著被想象的「敵人」包圍的「封閉」景象。

圖5  1890年代六堆總理奉命手繪客籍村庄分布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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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896年六堆總理邱阿六在殖民軍隊的脅迫下，繪制一張簡要的客庄分布圖。圖片顯示客庄周圍都被閩庄和高山地帶的蕃社所包圍，形同一個「被圍困」的聚落群體。本圖收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第123冊，第3卷，「弁務署名稱位置」第9件，第二號地圖；另9773冊，第2件，說明本圖係明治28年（1895）征討六堆過程，由鳳山守備隊依據邱阿六圖所騰寫。
圖6  1896年日本殖民政府繪「六堆」分布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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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圖是日本佔有臺灣之後所繪制的第一張「六堆」村莊分布圖（編號第一號）。圖中藍色部分為客家聚集村莊，大致分成四大區域：佳冬（代表左堆）、內埔（代表客家核心部落）、武洛（代表大路關一帶）和彌濃。這是殖民者第一次企圖在比較準確的20萬分之一的地圖上，標明六堆的具體坐落，以便規劃行政區域和警察派出所單位。（地圖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第123冊，第3卷，「弁務署名稱位置」，第9件，第一號地圖；另見9773冊第2件說明。）
1896年殖民政府要求協助警方捕捉參與抗日的「土匪」。六堆總理在日警的催促下，召集各庄庄長和族長共聚一堂，釐訂章程，規定抓拿匪徒及各種出堆的權利與義務。其中一條規定﹕「如有不肖之徒敢為土匪者，一經查出或被告發，即向該庄長跟交，由庄長責成其族長，由族長責成其房親跟交」。另一條為撫恤約定，例如，「有能奮勇救援生擒賊匪一名者，稟官獎賞外，堆內加賞銀貳拾肆元；殺斃賊匪一名者，稟官獎賞外，堆內加賞銀壹拾貳元。如有被土匪殺傷者，堆內調醫外，每月給伙食銀肆元。傷癒停止，如有傷廢手足不能耕種，堆內措養老銀壹百元；如有傷至斃命者，堆內措養家銀貳百元。」這些獎勵和撫恤款項，依照傳統出堆方式，「堆內各庄出七，本庄出三」。

這份合約，雖然訂立於日治初期，不過，從規章內涵和各庄族長名單，大致可推知是延續清末六堆規範而來，可以作為了解六堆和各村莊之間的組織和經濟關係。六堆的基本幹部是各村庄主要宗族的族長；其上設庄長一名，率領族長統籌全村事務，包括巡查村境，保護田業，武裝村民對抗外敵。例如，前堆共有16庄，21個家族，人口5633人；中堆計有19庄，69個家族，人口7167人；先鋒堆轄有11庄，33家族，人口5980人。其次，六個堆各設一名總理和副總理，管理堆內各村的治安和人夫的調撥工作。整個六堆的領導人則是大總理和數名副總理。
遇到出堆派兵場合，各堆各庄依據比例原則獎賞有功人士，撫恤傷亡。

六堆組織的衰微

明治30年（1897）3月26日，瀰濃庄庄長兼任管事林海珊因轄下「右堆」若干村庄頭人積欠七百餘元堆費，及一千餘石堆穀，請托瀰濃庄區長曾榮祥代向日本警方陳情，請求鳳山支廳長派遣警察或憲兵前往擒拿到案。
據此可知，六堆客庄分攤堆費的慣例一直維持到日治初期。只不過此時殖民政府業已推動新的行政區域制度，將地方事務委由六個辦務署治理，其下編制警察單位，派駐主要市鎮和聚落，形成新的權力中心。在此格局下，六堆民團不能，也無法繼續維持自我防衛功能。原有成員抗納堆費，多少反映歷史的變局。
事實上，不僅民團組織瀕臨瓦解，即便客庄向來仰賴公共產權作為「宗族社會主義」基礎的傳統，也在殖民政府執行新的私有產權制度下，百受挑戰。大約從1898年設立「臨時土地調查局」開始，殖民政府在每一個村庄推動土地調查，並將每一塊田地帶編制地籍，然後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必須向地方政府申報，並依據地籍號碼編制「戶籍」，形成以地籍管理戶籍（簡稱「以地統人」）目的。
其次，為了確立私有產權，以便徵收地賦，同時，也欲解決祭祀公業內部成員越來越多的糾紛，殖民者於大正11年（1922）發布敕令407號，要求所有寺廟、祭祀公業和祖公會等在大正12年（1923）1月之前，登記名下田產租業和會員名冊，並設立管理人制度，全權負責收支和納稅義務。昭和11年（1936），為配合支援大東亞戰爭，推行皇民化運動，下令取消民間神明會組織。許多神明會原來依照捐款取得「會份」，並利用固定祭祀儀式形成內聚性、帶有互助功能的小團體，被迫解散；原有的神明會公業，也一併改歸管理人代表管理。

圖7  大正11年敕令登報寺廟祭祀公業團體名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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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大正11年殖民政府宣布整理所有民間公業組織，包括祭祀公業、祖公會和寺廟等團體，必須登記公業地址、會員名冊以及管理人姓名，以便推動公業法人化制度。本圖是高樹庄著名的「義塚會祀」組織，奉命登報產權和會員名冊。資料來源：高樹庄劉家文書。
圖8
  昭和13年神明會會員放棄會份權利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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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昭和11年日本發動「大東亞戰爭」，侵略中國領土。為配合軍事政權，臺灣殖民政府宣布推行皇民化運動，同時，取消所有民間公共團體，包括神明會、祭祀公業和祖公會等深具「宗族社會主義」意義的傳統組織。本圖是義塚會會員宣布放棄會份權利的聲明書。資料來源：高樹庄劉家文書。
客庄聚落在失去嘗會、祭祀公業和神明會等公共產權的經濟社會結構下，逐漸無力再像傳統社會那般照顧每一位家族成員的生計；舊有的宗族社會主義措施，陷入無力為繼現象。同樣的，從前那種跨村庄，連結親族情感的「堆」，也在殖民政府取消舊有的自然村（「小字」），改變為「大庄制」的行政村組織（「大字」）體制下，形成新的鄉土認同單位。
1920年代，若干接受師範教育，以及服務於基層庄役所的公教職員，試圖以「六堆之名」，參加地方性的球類比賽，以便喚起六堆的歷史記憶。同時期，許多遠赴都會求學的新興學子，籌組「六堆同學會」，藉以維繫同鄉情誼。此時的六堆，已經缺乏社會經濟實體，無法維持有組織的團體。許多接受新式教育的菁英階層，只能利用同象徵性的標誌，例如，運動會，同學會等名義，建構一種想象中的「六堆共和社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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